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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勇士》以第一人称叙述展现了华裔女性在家庭伦理与文化差异中的成长经验。本文引入文学伦理学

批评视角，结合叙事伦理相关观点，讨论叙述者“我”在不同叙事层面中的伦理选择与身份变化。通过

重点分析叙述者对“无名女人”故事的讲述、对花木兰神话的改写以及对母亲家庭伦理规训的偏离来指

出叙述者并非单纯反抗传统，而是在不断讲述与修正中形成自身的伦理判断。叙事行为由此成为伦理意

识生成的重要途径，也为理解《女勇士》中女性主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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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man Warrior is narrated in the first person and presents the growth experience of 
Chinese-American women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ethic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and combines relevant viewpoints of 
narrative ethics to discuss the ethical choices and identity changes of the narrator “I” at different 
narrative level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narrator's retelling of the story of the “No 
Name Woman”, the rewriting of the Hua Mulan myth, and the deviation from the family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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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of her mother.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narrator is not simply resisting tradition, 
but rather forms her own ethical judgment through continuous narration and revision. The 
narrative behavior thus become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formation of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 subject in The 
Woman Wa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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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女勇士》是汤亭亭的成名作，同时也是美国当代华裔文学的奠基之作。《女勇士》通过第一人称

“我”的叙述，讲述了一位成长于美国的华裔少女在家庭与社会双重文化压力下的心路历程。小说以现

实与幻想交织的叙事手法，表现了第二代华裔美国女性在父权传统与美国现代价值观碰撞中的自我质疑、

反抗与和解。作者汤亭亭虽然否认该书是自传，但书中的许多素材都取自她的家庭，书中的小女孩即叙

述者“我”也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作者本人的经历和思想（胡亚敏, 2000）。 
国内文学伦理学视角下的研究多以具体人物形象为分析对象，侧重评判人物伦理选择的结果，并将

伦理问题与女性主义及文化冲突议题相结合。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将叙述者“我”本身视为一个处于伦

理生成过程中的研究主体，对其如何在家庭伦理压抑与跨文化身份张力中，通过叙事行为完成伦理身份

建构关注不足。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文学伦理学视角重新审视叙述者“我”的叙事行动，

将讲述姑姑的沉默故事、改写花木兰神话以及反抗母亲安排等行为视为具体的伦理实践，探讨叙述者如

何由被动的伦理依附者转变为主动的伦理主体，从而为《女勇士》的伦理解读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2. 家庭伦理压抑中的沉默 

在《女勇士》开篇的《无名女人》中，母亲用严厉的口吻对叙述者说：“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

告诉任何人。在中国，你爸爸有个自杀身亡的妹妹，她跳进了我家的水井里”（汤亭亭, 1998: 1）。叙述

者的姑姑与丈夫分离多年后犯了通奸之罪，被村人指责和唾骂，最终产子后带婴儿投河自尽。母亲反复

强调“不要让你父亲知道，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你。他否认有她这么个人”（汤亭亭, 1998: 3），并以“你

也可能遭遇同样命运”来规训女儿，将女性身体与羞耻、恐惧紧密绑定在一起。在这一伦理体系中，姑

姑的行为被视为家族污点，沉默成为维护体面的唯一方式。村民如巨大的锯子般袭击姑姑的家，毁坏财

物、泼洒鲜血，而全家的集体噤声，正是对这种父权暴力的默认与延续。女性的个体价值被彻底隶属于

家族声誉，姑姑的痛苦乃至死亡，皆需为家族的体面让路。 
然而，叙述者并不服从于这种伦理观念。她以叙述为武器，主动挖掘被抹去的真相，让“无名女人”

的存在得以见证。她不仅停留在母亲碎片化的讲述中，而是通过细节重构，赋予姑姑立体的个性。她想

象姑姑“对着镜子梳妆打扮，设想什么颜色和式样会使他感到高兴”（汤亭亭, 1998: 7），细致地描绘姑

姑为了讨好男人，所做的精心修饰：用线绞去前额的汗毛、用烧烫的针去掉下巴的雀斑。她通过这些小

心翼翼的爱美之举，打破了失德女人的单一标签，还原了姑姑作为女性的细腻与脆弱。叙述者质疑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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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奸并非自愿，认为“旧中国的女人没有选择”（汤亭亭, 1998: 5），她被迫成为男人私欲的牺牲品。

叙述者更进一步描绘姑姑最后的绝望：在村民袭击后，她在猪圈里生下孩子，“紧紧地贴着土地，紧贴

着不再属于她的农田”（汤亭亭, 1998: 12），最后抱着婴儿走向水井。这个也许是个女孩的孩子，甚至

连被宽恕的机会都没有。这些细节的补充，使得姑姑从一个耻辱标志转变为父权社会下遭受集体暴力的

受害者。 
叙述者的伦理实践，本质上是对集体沉默的反抗。在原文中，姑姑的结局是双重消亡：肉体投井，

姓名被遗忘，“我们一直说你父亲只有兄弟，没有姐妹，好像她从来没有出世过一样”（汤亭亭, 1998: 1）。
为了给姑姑正名，叙述者反复追问：“还记得那个溺死在井里的爸爸的妹妹吗？”即便母亲不愿多言，

她仍执着地在叙述中为姑姑重命名，让她的遭遇脱离家族的私密空间，进入公共言说的领域。她深知，

在封建父权伦理中，女性的沉默是被强加的：姑姑“从分娩到死，一直把那个男人的名字埋在心里”，

她的不反抗、不辩解，正是长期被压抑的结果；而村民们用乡村中那种大嗓门喊出的称呼，有 115 个关

系称谓，却对姑姑的痛苦集体失语，这种选择性沉默，比暴力更具杀伤力。因此，叙述者的讲述并非单

纯的替无名女人打抱不平，而是承担起道德责任。她让姑姑的痛苦被看见，让集体暴力的真相被记录，

让被父权伦理抹去的个体重新被看见。另外，叙述者所选择的讲述故事的方式就带有觉醒的意味。作为

成长于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她能看清沉默背后的不公。她意识到姑姑的悲剧根源在于性别歧视，因为在

那个年代，“作为女人，或者有一个女儿，都是十足的浪费”（汤亭亭, 1998: 5）。 
她的叙述，不仅是为姑姑发声，更是对这种沉默的反击。她将母亲视为警钟的故事转变为对父权文

化的无声反抗，完成了从沉默的依附者到言说的主体的伦理身份转变。正如学者所言：沉默等同于被抹

去的存在，只有言说才能对抗这种抹（Kurup, 2019）。 

3. 文化身份冲突中的迷茫 

在《女勇士》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叙述者通过改写花木兰的形象，重新定义了她的伦理身份。

母亲曾教她花木兰之歌，叙述者将自己与花木兰并列，表达了她们在复仇上的共同点：“我和女勇士的

相同之处就在于都要把要说的话藏在背后。汉语里说“报仇”，意思是告发和牵连五族，而不是非得砍

脑袋挖心肝不可，需要的只是说说而已。我可是有不少话要说，有好话也有坏话，但不适宜于刻在我的

皮肤上。”（汤亭亭, 1998: 49）。这段话将叙述者与花木兰相联系，强调两位女战士所背负的话语责任，

并强调通过言说来进行复仇而非战争。在她的想象中，花木兰不仅是英勇杀敌的战士，还是能够刺穿沉

默的战士。 
从文学伦理学视角来看，叙述者对花木兰的改写，实质上是一种伦理选择。聂珍钊（2010）指出，

人物的伦理身份是在具体伦理情境中，通过对既定规范的接受或重构而形成的。传统父权文化对女性的

伦理期待，是沉默、顺从与安分守己，这一点在母亲反复强调的女性宿命论与民谚规训可以体现。而叙

述者并未延续这一伦理路径，她承接花木兰的战士形象，却将复仇的内涵从肉体伤害改写为言说告发。

她特别强调，汉语中“报仇”的本意并非砍杀，而在于告发和牵连五族，核心是说说而已。这种对语言

意义的重新阐释，标志着她对传统女性伦理的主动改写。这种刺穿沉默的复仇并非停留在想象层面，而

是植根于叙述者在美国社会中的现实经验。她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种族歧视与制度性排斥，使她积累了

“成千上万的‘生番话’和‘鬼子话’”等待言说。与刻字于身的古老誓言不同，她最终选择以语言和叙述作

为表达方式，将身体创伤转化为话语动力。 
因此，《白虎山学道》中花木兰形象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家国英雄叙事。叙述者将战场延

伸至职场、家庭与族群记忆之中，使战士成为为失语者发声的伦理主体。她与花木兰“都把要说的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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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背后”（汤亭亭, 1998: 49），但这种“藏”并非一味顺从，而是在积攒力量，在等待一个时机来言说。

通过叙述行为本身，叙述者的身份从被约束的沉默者转变为主动的言说者，这也构成了《女勇士》中女

性伦理建构的核心意义。 

4. 反抗与伦理主体的觉醒 

除了通过讲述被掩盖的女性故事进行抵抗之外，叙述者还在与母亲这一家庭伦理权威的持续对话与

偏离中，完成了自身伦理主体意识的确立。在《女勇士》中，母亲不仅是抚养者，更是传统家庭伦理的

执行者，其话语承载着对女性行为的规范与约束。她反复以姑姑的悲剧警告女儿：“既然你已经开始来

月经了，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在你身上发生。不要让我们丢脸。你总不希望让人忘掉有你这么

个人曾经来到这世界吧”（汤亭亭，1998：3）。这种告诫将女性身体与羞耻和惩罚直接绑定，以沉默作

为女性得以存在的前提。然而，叙述者并未完全接受母亲所传递的伦理观念。当母亲讲述姑姑因未婚先

孕而遭围攻、最终投井的经历时，叙述者并未将其简单理解为失贞之过，而是指出姑姑可能是被迫卷入

男性的欲望关系之中，“某个男人命令她和他睡觉，成为他秘密淫乱的对象”（汤亭亭，1998：5）。这

一猜测动摇了父权伦理对女性行为的判断依据，也使母亲的叙述不再那么权威。正如李书影所指出的，

小说通过叙述者的介入，将女性悲剧从道德谴责中解放出来，转而指向制度性伦理压迫（李书影，2016）。 
在对母亲话语产生距离之后，叙述者开始主动重构自身的身份想象。她回忆童年听故事的经验时直

言：“当我们中国姑娘听大人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了解到长大了不过当当别人的妻子或佣人，那真是我

们的失败。我们可以当巾帼英雄，女剑客”（汤亭亭，1998：16）。这一表述直接否定了女性只能依附

家庭的伦理预设，也标志着叙述者拒绝将“妻”“奴”视为唯一归宿。她借助花木兰形象，将反抗与言

说纳入自我认同之中，使女性英雄不再是父权叙事中的例外，而成为对抗沉默的伦理代表。这种伦理偏

离进一步体现在叙述者的日常行动之中。她拒绝承担被默认为女性义务的家务劳动，“我坚决不做饭。

不得不洗碗的时候，我就打碎它一两个” （汤亭亭，1998：43）。公开宣称要从事与传统女性角色无关

的职业，当母亲问她长大要做什么时，她回答：“到俄勒冈去伐木”（汤亭亭，1998：44）。这些行为

并非叛逆，而是对家庭伦理秩序的持续反抗。 
由此可见，叙述者对母权规训的反抗，并非情绪化的对立，而是在具体家庭伦理情境中逐步完成的

伦理选择。她既未彻底否定母亲，也不再以沉默作为女性存在的代价，而是在持续的讲述与行动中确立

了自己的伦理立场。正如她在书中所强调的“我是个来报仇的女人”（汤亭亭，1998：39）。这里的“报

仇”早已超越了个人恩怨，成为对所有压迫女性的传统伦理的一种反抗，完成了从家庭伦理附庸向伦理

主体的转变。 

5. 结语  

从文学伦理学视角来看，《女勇士》中叙述者“我”的伦理身份是在不断的讲述、修正与偏离中逐

渐生成的。她在讲述姑姑的故事时，选择违背家族内部不可言说的禁令，将被压抑的女性经验重新带入

叙述之中；在改写花木兰神话时，她不再延续以暴力为主要反抗手段的英雄伦理，而是将复仇重新解读

为揭露与言说；在面对母亲所代表的家庭伦理权威时，她既没有彻底否定母亲，也不再以沉默和顺从作

为女性存在的前提，而是在持续的反思中形成自己的判断。这些叙事行为，共同构成了叙述者伦理身份

生成的轨迹。她的犹疑、反抗与调整，并非是立场不坚定，而是身处多重伦理环境中的必然状态。正是

在这种不断选择与修正的过程中，叙述者逐渐完成了从家庭伦理中的附属者，向能够自主承担伦理责任

的主体转变。《女勇士》通过第一人称叙述，将这一过程具体地呈现出来，使伦理问题不再停留在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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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而落实到个人经验与叙事行动之中。在这部作品中，叙事不仅是表达经验的方式，更是伦理身份

得以形成的重要途径。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女勇士》所呈现的女性成长经验及其伦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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